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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乡村治理之道 

——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赵  黎 
 

 

摘要：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

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

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

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

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

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

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

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

“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

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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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委

会组织法”）以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民主治理模式已经实行了整整30年。乡村社区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以自主、自治为特征的治理秩序可以解决基层群众作为个体

无法应对、而市场和政府也很难解决的问题（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2011）。在既有村庄

治理结构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以及村民诉求的表达，可以通过以村“两委”（即村党支部

和村委会）为基本载体的机制来解决。然而，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农村人口外出迁移以及农

村税费体制变革，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在实践中，乡村基层治理的困境逐渐展现。若干地

方的实践表现出“村委会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导致“村民自治失灵”。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

                                                  
本文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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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效果，更多地体现为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民主性，而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尚缺乏有效机制，因而引起人们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质疑。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难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经济建

设导致了7000余万非自愿移民，其中有将近2000万移民是因水库建设而直接迁移的原迁移民（施国

庆，2010）。移民群众历经异地迁徙与安置，移民新村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搬迁完成后，如何

实现移民个人发展、移民之间和谐共处、移民村和迁入地相互融合，是移民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关键

问题。与一般村庄相比，移民村的社会治理问题显得更为复杂（De Wet，2006；Oliver-Smith，2009；

Scudder，2005）。Scudder and Colson（1982）将移民搬迁和安置分成计划搬迁与动员、调整与适应

新环境、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4个阶段。Cernea（2004）总结了因水库建设

项目导致的非自愿性移民过程中的社会效应与社会风险，包括伴随建设过程而出现的新兴城市效应、

对（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内的）农业生产无法预期的冲击效应、对文化遗产以及文化性资产的破

坏效应和非自愿性移民迁徙带来的贫困效应。 

本文关注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将网络化治理这一理论引入到对移民村庄社会治理结

构的重构中，并探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本文

研究主要采用与利益相关者深度访谈、案例采集、焦点团体以及参与观察的方法。2016年8月，笔者

随课题组对河南省11个南水北调移民村（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些移民新村分布在河南省南阳、

平顶山、郑州、新乡4个省辖市、7个县（市、区）内①。自2012年12月以来，当地政府部门在丹江口

库区和河口村水库选择7个省辖市15个县（市、区）的18个移民村进行加强和创新移民村社会管理试

点工作（其中包括丹江口库区移民村17个），并于2014年初在全省384个重点移民村大面积展开，其

中包括丹江口库区所有移民村。河南省加强和创新移民村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构建村“两委”主

导、“三会”（民主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事调解委员会）协调、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社会服务

组织等）参与的社会管理机制。田野调查将河南省移民村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作为观察和研究对

象。通过实地调查，笔者认为，河南省加强移民村社会管理的实践为理解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

群众自治机制、在新的环境下构建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应对乡村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一种思路。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介绍相关文献、分析乡治模式从科层化治理走向网络化治理的基础上，

论证网络化治理在移民村庄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解释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如何有效保障村

民的民主议事与参与权、民主监督与决策权以及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通过分析案例村庄，揭示新

型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在组织制度优势与适应性等方面体现出的积极效果，进而得出研究结论，提

出政策启示。 

二、村民自治：从科层化走向网络化治理 

                                                  
① 这 7 个县（市、区）包括新郑市（郑州）、郏县（平顶山）、辉县市（新乡）以及宛城区、卧龙区、淅川县和社旗县

（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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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国家中的乡村社会 

“国家—社会”的二元范式是乡村治理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路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马克思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并在认识“国家—社会”二元架构以及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具有神秘、抽象思辨性的决定论的过程中，提出了用实践观点分析问题并强调

现实性这一分析基础。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理论相似，弗兰茨•奥本海（1999）在其国家理论

中将“国家”定义为“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而把“社会”看作是“通

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根据这一范式，乡村治理可以看作政治国家正规

机构在乡村社会如何维护其秩序。对于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自从费孝通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

“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概念以来（费孝通，2007），学者对村级治理形态从不同

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丰富的理论解释，包括基于韦伯理论发展出来的“士绅模式”（韦伯，2004），

杜赞奇（2008）的“经纪模式”，项继权（2008）的“官督绅办”体制，李怀印（2008）的“非正式

乡村代理人”，黄宗智（2008）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和“简约治理”，等等。笔者认为，这些理论

解释的共同之处，是对存在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平衡利益的社会机制的认识与

强调，而这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质和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遵循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

的研究，特别是将官僚体制引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以解释村级组织的运作过程与乡村治理的

行为逻辑。周雪光（2013）将“政府”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政治国家、官僚体制与社会

民众的三元分析范式，即政治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僚体制来连接和实现

的”（周雪光，2014）。近年来，学者通过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观察，发现乡村社会中行政村一级作

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色彩日益浓厚。魏小换、吴长春（2013）认为，随着农村税费的取消，村级

组织向以村级组织干部管理科层化、村务管理文牍化、村庄治理行政化为特征的“形式化治理方式”

转型。上级政府对基层的考核出现“软指标的硬指标化”（申端锋，2007）使得村级组织处理村务

与提供村庄公共品的功能和作为自治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异化（魏小换、吴长春，2013）。村级组织

越来越像一级政府行政机关，成为脱嵌于乡土社会的“悬浮型”组织（周飞舟，2006）。王丽惠（2015）

将新一波村治改革方向称为“村级治理半行政化”，指出其实质上已实现了村委会由自治组织到基

层政府科层制单位以及村干部从“经纪”到官僚的转变；而之所以称之为“半行政化”，是因为受

到相关法律限制而“在操作中部分保留村民自治的形式”。易言之，村民自治已经变成了形式，而

村级治理在实质上已经官僚化或者行政化了。欧阳静（2010）从乡（镇）村之间的支配性关系出发，

认为无论农业税费征收与否，村级组织形式上的“官僚化”一直是基层行政的常态。质言之，当代

中国村级组织行政化正是乡村社会治理从村民自治转向基层政府的科层制行政化管理的过程。 

（二）从科层化到网络化治理：一种新型的村治实践 

Considine and Lewis（2003）将治理分为科层化治理、公司治理、市场化治理和网络化治理 4

种类型。在大的治理谱系中，网络化治理组织可以表现出处于科层制组织到扁平组织之间的一种混

合形态。与科层化治理所强调的严格规则和章程、高度依赖监管以及任务明确和决策程序化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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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治理的特征包括在组织固定的边界和角色中力图采取弹性化的治理方式、在共同的组织文化

基础上建立信任、通过联合行动达成多元合作，从而构成其治理的新理性。网络化治理是一种特殊

的治理，也是一种特殊的网络（Sørensen and Torfing，2009）。在网络化治理中，政府仍然依靠外部

组织，依赖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所组成的网络，且与其形成一种更强的合作关系（Considine 

and Lewis，2003）。 

在公共管理领域，一方面，网络化治理被称为“协作治理”，即一个或多个政府机构将非政府组

织纳入正式的、共识取向的、协商式的集体决策过程，并以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或

财产为目标（Ansell and Gash，2008；Emerson et al.，2011）。换言之，网络化治理的实质是社会公

共事务多元参与的治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多元化的公共治理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共

治的治理形态。这意味着，除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以外，在网络化治

理中，还需要政府与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横向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治理体系呈现

出一个具有多中心秩序的公共领域，即各个行动单位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由多个行动中

心组成的治理网络（Ostrom，1990）。进而言之，网络化治理使得实现公共目标的路径与机制发生了

变化，即从层级转移到网络，从公私对立转移到公私合作，从命令控制转移到谈判劝服，从管理转

移到赋能（莱斯特•萨拉蒙，2009；孙健、张智瀛，2014）。针对上述最后一点变化，有学者基于对

河南省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查指出，国家和社会的相互赋权能有效化解移民村治理中的矛盾，

其赋权的主要原则是政府必须在制度设计上有所为，在具体事务管理上有所不为（程熙、郑寰，2013）。 

可以说，移民村的社会治理是搬迁居民在安置地村庄重新建立基层治理结构的过程。与一般村

庄相比，移民村社会治理问题更为复杂。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这些问题既有搬迁安置过程中各

种遗留问题以及拆迁补偿引发的矛盾纠纷，又有移民在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因面临不同农业生产体

系与日常生活网络而导致的不适应感与危机感。这导致一方面，原有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已不能满足

新型社区建设需要，村务决策不透明或监管缺失，致使移民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党群、干群关系紧

张；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薄弱，无法满足村民对公共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纠纷调解、社会治安

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功能分割、效率低下的社会服务供给模式亟待改善。在此背景下，河南省移民

村地区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探索。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

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形式化”、“官僚化”和“半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设计嵌套

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河南省移民村庄以“非科层化”的方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

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这一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保证了基层

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

含的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框架。移民村庄的网络化治理通过弹性、灵

活、多样的集体行动组合，体现了适应性的治理之道，为移民村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制度保

障。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内文献开始呈现出与本文研究发现类似的观察，例如冯川（2016）

对浙东某村“联村制度”下村级治理方式的理解，以及袁立超、王三秀（2017）对“干部驻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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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过程的研究。吴春梅、石绍成（2011）通过调查得出“具有行政性的科层控制和具有社会性的文

化网络双重赋权与融合是村民自治制度下乡政村治模式的根本特征”这一论述。可以说，本文研究

丰富了对中国基层村治的“非科层化”运作形态的观察。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考察移民村这一类

“非典型”村庄的新型社会治理实践，明确提出了网络化治理的制度设计形态对改善乡村治理既有

的以正式化、形式化、官僚化、非人格化工具理性色彩为特征的科层化治理结构的可能。这种新型

治理模式既然在“非典型”村庄得以适用，那么，其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对于不存在外来移民发展与

融合问题的一般村庄，也应当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三、网络化治理的有效性：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 

韦伯（2009）将组织划分成自治与他治、自主与他主两个维度。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一个理想的村民自治组织应是自治与自主的：一方面，组织的领导团队是按照该组织本身的自治秩

序被挑选出来的，而非由外来者任命（即“民主选举”）；另一方面，组织秩序产生于其成员自身的

权威与制度安排，而非外来者制定法上的行动（即“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文开

始提到的“村民自治失灵”现象，即表明“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基层民主制度的失效。 

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2011）提出了制度设计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认为设计良好的

制度能够促使社区、市场、政府这三种治理主体之间相互补充，而设计不佳的制度将会导致市场与

政府排挤社区治理的现象。“村委会组织法”在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

制度设计不够健全，导致村委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上脱离了村民的需求而成为上一级政府的基层代理

人，出现村委会的形式化治理（王丽惠，2015），村民自治变成科层制的“命令—服从”治理方式。

村委会以执行上级政府的行政任务为主，缺乏为村民办事的激励，导致乡村社会出现干群关系疏远、

基层组织权威下降等问题（魏小换、吴长春，2013）。当对村“两委”监督机制的制度不健全甚至

制度缺失时，村委会成员的道德风险增加，扩大了办事偷懒拖拉、追求在职消费、假公济私、甚至

腐败等行为的空间（谭秋成，2008）。付明卫、叶静怡（2017）认为，这一制度缺失是由村集体产权

界定不清和农村集体资源升值以及农村社会宗族分化导致的，是一种“资源诅咒”和“血缘诅咒”。 

有效的组织与制度保障和搬迁居民的社会参与在搬迁后的安置阶段更重要（Cernea, 2000）。河

南省移民村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体现出一种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共涉及 18 个组织与行为个

体之间的互动（见图 1）。在这一网络化治理组织架构中，既有基层政府代表，即县、乡驻（包）村

干部，又包括“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代表）会议、村“两委”、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还

包括新创立的“三会”和经济、社会服务组织。这些新创立的组织将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和在

学者看来已失去规则之治的基层村治组织以及代表政治国家与官僚行政体制的县、乡包村领导小组

结合起来，将分为 3 层的组织形式通过网络化制度安排相互融合、相互嵌套。图 1 中，这些新的组

织架构用虚线表示，以区别已存在于现有乡村治理结构中的行为组织（个体）与关系（以实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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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民村庄网络化治理组织架构 

 

Ansell and Gash（2008）认为，充满协作的网络化治理应是由公共部门或者机构发起、非政府

成员参与的合作，其参与不仅仅停留在与政府部门咨询协商阶段，还包括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合作

形式是正式的，而合作目标是由成员共同做出一致决策。可以看出，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民自

治模式表现的是一种垂直的、科层化的治理结构，而以“两委”“三会”为特征的嵌套式的制度设计

呈现出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框架结构。河南省移民村新型社会治理模

式在完善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力图将操作、集体和法律这 3 个制度

层次的规则结合起来（Kiser and Ostrom，1982），作为解决移民村治理问题的关键策略。“两委”

“三会”作为日常性的自治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①为移民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而经济组织和

社会服务组织则要和自治组织一起为移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河南省移民村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包括

                                                  
①例如河南省移民村（社区）《民主议事会议事导则》《民主监事会监督导则》和《民事调解委员会调解导则》（本文简

称“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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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内容，而这两方面正是移民社会学家在对非自愿性移民社会风险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的（参见

Cernea，2000；Downing，1996）。 

1.通过构建“三会”协调社会治理。民主议事会在村民会议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自治事务参与

权、议事权、决策权，讨论决定村级日常事务。一方面，在民主参与和议事权方面，民主议事会成

员由各村民小组民主议事会成员、县乡驻（包）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村民小组组长、党员代

表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见图 1）。在中小型村庄，民主议事会成员人数至少应为 20 人，大型村庄

为 30 人，其中，村组干部在议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50%。这体现出民主议事会成员

组成的广泛性，有利于协调和平衡社区内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证村民参与社区

政务和社会事务。民主议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但遇有重大或紧急事项时，可随时召开。这样

的运行规则为保障村民参与移民村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途径，有利于防止移民村社区公

共事务管理和决策出现偏差或失误，保证潜在性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民主议事会的运行机

制、特别是议题提出和审查机制比村民（代表）会议的相关规定更加灵活和行之有效。在移民村，

村“两委”、村集体经济组织、党员、民主议事会成员、10 名以上年满 18 周岁的村民联名，都可

以提出议题，这就为村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在民主决策权方面，除了法

律规定必须由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的事项之外，民主议事会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全村经济发展的事

项（包括村集体大额资金的使用）具有自主决策权。民主议事会保障了“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

可”（Ostrom，1990），保障了村集体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拥有调配和

使用本村各项公共资源、自行组织生产经营与实行社会管理的权利。村民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移民社区自我管理的过程，这有利于培养和提升村民的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能力。 

民主监事会主要监督村务管理、决策执行和财务收支等重大情况，其成员由村民（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并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每年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并由村民（代表）

会议对其成员进行信任度测评。民主监事会一般由 5 名成员组成，会议每月不少于 1 次，遇到重大

或紧急事项可随时召开。村“两委”干部及其近亲属、报账员不得担任民主监事会成员，这明确了

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职能分工，保证了议事主体与监事主体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增强了权

力之间的制约与制衡。此外，县乡驻（包）村干部进入民主监事会（见图 1），负责监督移民村决

策执行和财务收支等重大事项，通过外部监督保障了村务管理和财务收支的公开透明。 

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事调解委员会的创立，为移民之间或者移民与村“两委”之间冲突的

解决，提供了一个基于本地的、成本低廉的公共行动领域。民事调解委员会不是民主议事会的下设

机构，其成员由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由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村民小组组长及村内德高

望重的代表共 10 人左右组成（见图 1）。民事调解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根据

既定规则及时解决矛盾纠纷，力求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村内涉及人身损害的赔偿、协助村民追讨

拖欠的务工款，以及化解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的纠纷，都属于其职责范围。纠纷

发生后，通常先由村民小组解决，村民小组解决不了，再由村民事调解委员会按规定程序调解。这

种分级调解的程序设计，既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及时解决，又有利于减轻民事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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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组织为公共事务自治和公共物品供给提供支持。移民村通过整合移

民后期项目扶持资金、生产发展奖补资金和各种支农惠农资金，成立工业公司、农业公司、专业合

作社和专业协会等经济组织，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多元化，使集体经济具有以市场交易规则为基础

的载体，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增强移民村的发展活力。同时，移民村设立物

业管理公司或便民服务中心，组建务工就业服务站、生产发展技术指导站，为移民提供生产生活服

务，提供公共设施养护、村容村貌整治、安保与保洁等公共服务和政策咨询与信息服务，基本实现

了对移民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大多数移民村庄还成立了慈孝协会、红白理事会、老年协会、

妇联会、文体协会等群众组织，为移民提供公共文化等服务。 

四、网络化治理的适应性：乡村治理模式的重构  

通过对移民村庄的调查，笔者发现，移民村庄的网络化治理通过采取弹性的、灵活的、多样性

的集体行动组合，更有能力保证移民村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必须是

具有适应性特点的制度安排，具备学术界所公认的几个条件，包括有效获取信息、解决冲突、服从

规则的引导、提供基础设施和为变化做准备（Ostrom，2008），可以随着组织规模、外界环境、社会

系统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具体实践中，制度与规则的创新通常发生在持续的试错过程中，直到

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这一规则体系发展到了净收益远远大于净投入的程度。河南省移民村的新型社会

治理方式适应移民村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多样性，体现了适应性的治理之道，为移民村公

共事务的有序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提供了制度保障。 

1.获取全面、准确、优质的公共信息。随着移民从水库山区迁入平原地区，旧有的生产方式、

生活习惯、社会资源等被一一解构。随着影响其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相

关信息需要定期更新，以对当下的环境、机遇与挑战做出科学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河南省移民村新

型社会治理方式，有助于作为当地公共资源使用者的村民与政府官员、市场与企业以及其它社会力

量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监督以及其使用者的组织状况，获得较为全面、公正的

信息。依靠这一信息源，移民村各利益相关方就能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协商的协作关系，做出

公正决策，监督决策执行，创建新的发展模式。 

从信息获取渠道讲，民主议事会有利于移民村村民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获知有关信息、参

与决策过程。根据《议事导则》，民主议事会通过的决定，应向村民公示，公示时间通常为 7 天。这

是村民获知有关信息的正式渠道。通过信息披露与公开，民主议事会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为村民

的民主参与权与民主监督权奠定了基础，增强了村民对移民社区领导机构的信任。此外，民主议事

会还为村民提供了沟通、交流、谈议的非正式途径。村民通过非正式途径，或获知相关信息，或参

与规则的制定，或提出异议，或就形成的决议、所使用的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等方面的不解之

处与同村组的民主议事会成员讨论。这使得村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为社区边界做出了清晰的界定，

并为其积极检查和监督移民社区公共池塘资源的状况及其使用者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案例 1：南阳市淅川县 C 村共安置移民 171 户 762 人。搬迁后，C 村申请了国家库区移民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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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资金，建设了投资 1200 万元、占地 62 亩的养殖小区项目。针对养殖小区的使用与分配问题，

村里召开了由 44 人组成的民主议事会，对多种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形成了初步方案，并将此方案在

村务公示栏公示。在公示期内，有村民找到民主议事会成员提出质疑，民主议事会成员与有异议的

村民所在的村民小组民主议事会成员一道，对村民面对面做出解释说明，并对合理的异议备案，放

到下次民主议事会召开时讨论。最终，通过这种方式，C 村做出了养殖小区按照每年每平方米 10

元的价格出租给移民使用的决定，采取移民自愿报名、抓阄分配养殖面积的办法。 

因决策过程公开、公正，这一实施方案得到了 C 村村民的认同。在国家资源输入和“项目制”

背景下由“行政消解自治”（赵晓峰，2011）和基层治理“内卷化”（贺雪峰，2011）等带来的乡村

治理困境，并没有在 C 村出现。像其它移民村那样，C 村通过“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体化，

集体收益全民化”的发展思路，既将村集体获得的扶持资金集中使用，从而发展和壮大了集体经济，

又在实施项目的同时增进了移民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案例 2：郑州市新郑市 G 村村民从淅川移民到新郑 5 年多来，没有交过水费，费用一直由村集

体缴纳。2016 年 2 月，有村民提出，近年来村里租房户明显增多，且村民免费用水导致水资源严重

浪费。为此，G 村召开了村务民主议事会专题会议，讨论是否收取水费以及每吨应收多少。会上，

各民主议事会成员献言献策。有成员提出：“水电费到处都收，咱不以盈利为目的，收取成本天经地

义；咱可以每季度或每半年收 1 次”；有成员表示：“收水费与电费一块，谁不交停他电，有点制约”；

还有成员建言：“每家每户轮流收，不用出误工钱，人人有责任和义务，毕竟每个人都要用水”。经

过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到会的 21 名民主议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必须收取水费”。在“每吨应收多少”

的问题上，有成员参照其它地方的做法，提出“附近几个村有收 6 角的，有收 8 角的，咱村收费不

以盈利为目的，适当收取，限制浪费”的想法。经过讨论，最终做出了每吨收费 8 角的决定。 

可以说，G 村的民主议事会保证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权和诉求表达权，协调了社区内移民群众与

租房户的利益冲突，使本村村民感受到自己是移民村社区的主人，并保证了决议的有效性和可执行

性。同时，由于清晰界定了移民这一公共资源使用群体，并且移民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可以有效行使

自己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展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增强了 G 村村民对“以每吨 8 角开始收取水

电费”这一决策过程透明性和决策结果合法性的认可。 

2.有效解决冲突。在村庄自身内聚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弱化乡村治权使村治逐渐向形式

化治理转变，导致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下降，矛盾纠纷无法解决，农民上访增加（魏小

换、吴长春，2013）。各利益相关方在权力、观念以及偏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容易为公共选择实践

带来冲突，冲突已经成为当下农村的突出问题（赵树凯，2003）。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迁居到新的环

境中，具有不同利益诉求、权利主张、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移民群众与社区组织之间，更容易产

生冲突与纠纷。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事调解委员会的创立，为移民之间或者移民与村“两委”

之间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基于本地的、成本低廉的公共行动领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控制冲突，

平衡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从而保证村民自治有效运行。 

案例 3：2016 年 1 月，南阳市社旗县 X 村 J 村民因浇田间小麦拖水管从 Z 村民的田地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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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将 Z 村民的小麦地踏塌 1 行，两人因此发生争执。Z 村民将此事告到村民委员会，陈述了对 J

村民的不满，提出“他浇麦时没有对我说，他就不把我的庄稼当一回事”；而 J 村民辩解称当时自己

急于浇地，忘了对 Z 村民事先说明。经过民事调解委员会调解，J 村民承认了错误并愿意对 Z 村民

小麦损失进行赔偿。最终调解结果是，由 J 村民赔偿小麦 80 斤给 Z 村民，Z 村民接受了这一结果。

次月一天傍晚，两个小孩在一起玩耍时，F 村民孩子手拿一根木棍不小心伤到了 L 村民孩子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L 村民到村民委员会陈述前夜发生的事情，要求 F 村民负责治疗其孩子的眼睛。而 F 村

民认为，事故是发生在两个小孩玩耍的时候，伤害是无意造成的，不是打架行为产生的后果，因此，

他不应该承担 L 村民孩子治疗的费用。该纠纷调解人是对双方家庭都很熟悉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社区

老干部，了解情况后，他对双方进行了耐心调解，最终意见是，F 村民应对其子给他人造成的伤害

负责，双方应先去治疗受伤孩子的眼睛，医疗费用由双方共同负担。两家都同意这一调解结果，并

在调解工作记录案宗上签字。 

从这一案例村的两件纠纷调解过程来看，将民事调解程序化，并安排固定的调解员，可以使村

委会对村民之间的纠纷等各种社会矛盾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由村主任担任民事调解委员会主任，

必要时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增加调解的权威性和调解协议履行的可行性。同时，移民村邀请德高望

重的家族代表参加，充分利用了农村传统及社会权威在民事调解中的作用，将村民之间通过长期交

往、合作形成的信任网络纳入民事调解工作中。这增强了村民之间的沟通，减少了移民与基层政府

或组织之间的正面冲突，节约了调解成本，促进了移民村庄的社会稳定。 

3.制定规则，服从规则的引导。除了正式的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规则，移民村在日常社区治理与

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管理中，还因地制宜地制定、使用、遵循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规则，构成对

制度与规范的“地方化再造”（李祖佩，2016）。 

案例 4：郑州市新郑市 G 村双子户与多子户较多而宅基地较少，无法满足户户都有宅基地的要

求。对此，村里多次召开民主议事会进行协商，并上报镇、市，最终做出盖多层楼集资房的决定。

首先，G 村在 2015 年 10 月召开民主议事会，就多子户盖房问题进行讨论，做出“多子户不论生早

生晚都可以申请报名”的决定。由于想要房子的村民众多，G 村再次召开民主议事会，就多子户的

盖房与分房决议进行完善，在 2016 年 5 月对多子户报名条件做出规定，共有 7 项，即：户口须为在

村农业户口；年龄在 45 周岁内；五保户不能报名；兄弟两个或多个住在一宅；两子可分 1 套，三子

可分 2 套；双女户不能享受；房子只许个人居住，不许私自转让或买卖。随后，村民主议事会又做

出了移民村多子户分房决议，即有资格参与的村民按照长子出生时间由长及幼的顺序在 24 户大户型

和 24 户小户型中选择户型，并通过抓阄决定具体楼层。同时，G 村还商议出相应的缴费方案，即选

择大户型与小户型的村民分别需交首付 9 万元和 8 万元，等主体建筑完工后，再一次性交清余款。 

G 村通过这种决策方式对盖楼分房制定的分配规则和价格规定，既获得了村民认可，又保证了

规则的可操作、可执行性。为保证建房质量，G 村民主议事会决定公开招标，就开标日期与投标单

位资格等做出规定。在开标之后的第 3 天，村民们就在村务公示栏看到了评标结果，得知了施工第

一标、第二标、监理标、设计标等中标单位。此外，在 3 项《导则》这些外部制度安排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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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村内部形成了有效的监管机制。这些规范性的保障在中国“并不规则的”乡村社会中（李祖佩，

2016），是低成本且有效的。在这一过程中，G 村民主监事会就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全程进行了监督，

包括对中标单位选择过程的监督与资质审查。根据《监事导则》，G 村民主议事会每次开会讨论都须

有民主监事会成员列席监督，并就会议是否合规、决议是否有效做出结论，并将监督结论记录在案。

可以说，在 G 村盖楼分房这些决策过程中，无论是民主议事会还是民主监事会，都不同程度地将实

际操作规则、村集体的正式规约与政治国家的法律法规这 3 个层次的制度规则相结合，使日常性社

区治理与公共资源的使用管理工作有效地运转起来。 

4.提供基础设施。没有基础设施供给与市场发展机会，大多数移民社区的发展往往只能停留在

对新环境的调整与适应阶段，很难完成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Scudder and Colson，1982）。在安置

初期，河南省移民村存在基础设施难以满足移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情况，包括生活用水困难、农田

水利设施配套不完善、文体活动场所匮乏等。为此，上级政府制定了“基础工程”“整治工程”“美

化工程”和“健身工程”这“四大工程”战略。具体到村庄内部操作层面上，移民村着重加大对包

括环卫、绿化、便民服务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为保障

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案例 5：南阳市宛城区 Q 村共安置库区移民 226 户 873 人，是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和

镇级文明新村样板村。Q 村所在镇的地理位置特殊，离南阳机场近，毗邻高速公路（Q 村西距省道

103 线 3 公里），每年夏收来临之际，村里对服务夏收和布置禁烧秸秆工作都高度重视。2013 年 5

月，针对夏收工作，村“两委”在民主议事会上提出要积极组织好收割机的使用，保证在 3 天时间

内把村里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对于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提出要组织相当的劳动力，帮助解决他们的

燃眉之急。小麦收割完毕后，村里在布置禁烧任务时，提出“要从大局出发，积极宣传，要让老百

姓知道危害，自觉不烧”，但是，“只靠自觉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们村两委班子、党员，要成立执

勤队”（M 村民，支部书记）。此外，执勤队的排班、施耕耙和灭火工具的准备以及应急小分队的组

建也都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旦发生火情，村里可以一方面做好隔离带工作，另一方面保证村里有人

能迅速赶到现场，做好应急处理工作。应急小分队由村里 10～20 个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人由民主

议事会成员共同推荐，“一旦有火，能动员得起来”（D 村民，村委会主任）。 

民主议事会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域。在这一公共场域内，村干部

可以就公共事务治理以及社会服务供给向村民传递信息并动员力量，村民也可以直接参与村里相关

事务的运作过程。Q 村物业管理公司在这一公共场域内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秸秆处理、清

理晒场和主要道路乱堆乱放的整治、应对极端天气导致的水管破裂严重等工作中，物业管理公司与

村“两委”协同合作，美化了村容村貌，保障了村民用水。 

5.适应环境的变化。河南省移民村新型社会治理机制是旧有治理模式在移民村失效的情况下，

为适应新工作形势要求而探索的新道路。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机制，既解决了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责

问题，扭转了移民对村干部不信任的局面，又提高了议事效率和决策效率；既促进了村民之间以及

村集体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合作，又提高了移民的生产经营技能，摆脱了其在搬迁过程中生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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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失效的状况。可以说，这些体现适应性治理之道的制度保障，形成了一个整体性治理框架。该

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一起发挥作用，保证了制度实践在适应当时、当地情景的前提下能够有效运行。 

案例 6：新乡市辉县市 F 村村民是从淅川县 3 个行政村搬迁过来的，虽然只有移民人口 401 人

共 95 户，却有 28 个姓，遍布在 17 个村民小组中。搬迁前，这个移民新村的居民在老家基本上互不

认识，大多以到水库捕鱼为生，并在自家独立居住的宅院内从事小规模的家庭畜禽养殖。2011 年 7

月搬迁完成后，从前散居在沟沟洼洼里的村民开始相对集中居住。迁居使移民的生活空间大大压缩，

他们无法再从事捕鱼和家庭养殖，原有的在散落社区所形成的邻里关系也遭到破坏，邻里矛盾和纠

纷日渐增多，乡村社会秩序变得混乱失范。失去了在库区原有的经济收入，大多数青壮年村民只能

外出打工。F 村在构建“三会”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生产发展新思路，通过到山东、山西以及河南

其它地区考察项目，最终确定“香菇种植”这一风险较低、对生产技术和空间要求不高、人力资本

瓶颈制约较小的产业。2012 年 2 月，F 村首期建成钢架香菇大棚 16 座，当年就实现产值 46 万元，

纯收入 27.6 万元。经过 4 年的持续发展，如今村里已有钢架香菇大棚 74 座，有 70 多户移民成为香

菇种植专业户，他们抱团成立了 F 村香菇生产合作社。在发展好本村香菇产业的同时，F 村还开始

帮扶周边非移民村庄发展香菇种植业，带动乡邻共同致富。 

F 村的“以发展促转型”可以代表河南省移民村迁居前后的一种典型变化，包括产业类型、生

活习惯、邻里关系等方面的变迁。由于村里就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模式达成了集体共识，对于 F 村的

移民群众，原有的邻里关系因搬迁遭到破坏后，人们之间的互助和合作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促

进了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的实现（Scudder and Colson，1982）。 

上述 6 个案例充分表明，河南省移民村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

面对乡村基层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冲突或突发事件，这种治理方式是一种有效的乡村公共事务治

理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一治理方式将移民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者”纳入治理系统中，从而能够在

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适应性与回应性。这种治理弹性，既有利于满足作为

公共资源“使用者”的移民对公共物品的平等需求，又有利于提高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效率。 

五、变化中的治理之道：网络化治理的启示 

韦伯（2010）在对历史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国家行政本身的官僚化与民主的发展并驾齐驱，同

时他强调，民主的发展应表现在作为“不定形的大众”的“民”（demos）选择行政领导人的方式，

以及各个社会阶层通过“公众舆论”对行政活动的方向和内容施加影响的程度上。从这些关乎民主

意义的解释出发，笔者基于对河南省移民村案例的分析，发现移民村庄的“两委”主导、“三会”协

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以前以村“两委”代表村民行使村民自治权相比，

更有能力保证政治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善治与民主的发展，是制度实践上的创新。通过一种网络化的

制度设计，这一新型治理模式将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和基层村治组织以及政治国家与官僚行政

体制结合起来，将不同层级的行动主体相互嵌套，达到了科层化治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有机融合。

这种新型治理网络的运行，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即从过去的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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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转变为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 

以往的治理理论通常认为存在一个最优方案，而本文分析所呈现出的社会治理模式则表明，行

动者在面对新问题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最优行动模式。在适应规则与创造规则的过程中，治理行

动主体可以通过参与、议事、决策、监督等权力的运用，改变行动情景困境，扭转复杂发展局面，

有效解决社区内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这种适应性治理模式更有能力保证村庄公共事务有序发展与

社会治理可持续，并为此提供了一种符合地方实际、不断演进变化、能够有效回应并践行可持续发

展的策略。可以说，这种变化中的治理之道扩展了乡村治理制度选择的领域和范围，为中国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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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Rural Governance: Examples from the 
Resettlement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Zhao Li 

Abstract: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settlement villages can contribute to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governance models in resettlement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new model for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networks 

into the study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employs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 case studies and direct 

observation in the field. It finds a nested enterprise of local governan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ocedural, bureaucratic 

model of village governance as described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Resettlement village communities are found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non-vertical, non-bureaucratic mechanism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both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utside communities. These mechanisms have 

displayed governance networks characterized by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on, balance, flexibility, and inclusion, which promotes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adaptive governance illustrates a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us provid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transi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local society. 

Key Words: Resettlement Village Community; Bureaucracy; Governance Networks; Adaptive Governance 

 


